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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美與求真──覆黎錫先生

⊙ 周承人 李以莊

 

黎民偉先生是香港電影史上重要人物，為學界的研究物件，因而，他是社會的歷史的公眾人

物。對於他的評價，只能根據其本人言行史實為據，而不受其他因素所左右，該是一項基本

原則。

黎民偉先生一生可以分為：1913-1925，香港早期電影時期；1925-1929，上海民新影片公司

時期；1929-1937，上海聯華影業公司時期；1937-1945，抗戰時期中香港、廣西階段；1945-

1953，二戰後香港、廣州時期。提請注意的是，拙文題目為〈黎民偉若干經歷和評價》，不

是對先生全部歷史評論！黎錫顯然沒有注意到這一重要差異，未能就題作答，而寫了他自己

的另一篇文章，似乎在責怪我們沒有對黎民偉先生作全面的歷史論述，從根本上說這是文不

對題了。

但我們仍願意就黎錫文章中所涉及的，與之商討，是為覆。

一、是否「有人稱『黎民偉是中國電影之父』」？

有。依據有：

（1）2003年5月28日，廣州《南方都市報》「廣州人文之影人篇」，80-81版通欄橫貫標題：

「中國電影之父與廣州早年電影活動」！還需提及的是：在該版刊登「情感記憶」欄目，標

題為〈我的父親──黎民偉之子黎錫訪談〉中，記者問：「黎民偉被稱為『中國電影之

父』，你認為他在哪些方面最值得後人景仰？」對於以不實稱號為前題的提問，黎錫沒有澄

清，卻坦然說：「我歸納了三點……」是否意謂黎錫認同呢；同一版上《評價》欄，有評語

講「說他是中國電影巨人，仍不足以概括他的成就。」還有說：黎民偉「不愧是香港，亦是

中國電影先行者，是中國電影之父。」這些文字綜合傳遞出的資訊，以及讀者解讀到的是甚

麼？應該是清楚的。

（2）2003年11月12日，《廣州日報》「要聞」版，又是通欄標題：「中圖（中山圖書館）再

現中國電影之父生平」，通欄副題是：「今天是創作了《漁光曲》、《木蘭從軍》、《故都

春夢》電影的黎民偉110周年誕辰紀念」。這也是採訪黎錫後出現的版面，為何不同報紙記者

在不同時空訪問，卻有一致的冠名標題呢？難道都是記者瞎說？

（3）2003年11月，香港電影資料館出版的《展影》第18期第2頁：「……見證著他（即黎民

偉）成為中國／香港電影之父……」。一般「／」符號前後的兩個概念是同等的含義，「中

國／香港」即中國和香港之意。就是說黎民偉是中國和香港電影之父！

（4）長記錄片《香港電影之父──黎民偉》（羅卡編劇、蔡繼光導演、黎錫攝影），是在多



個國際電影節上公映的影片，後又製成DVD發行。2003年9月到11月，分別在香港與廣州有關

黎民偉展會上迴圈放映，其對白字幕最後，以「他應該說成是我們中國電影之父」（一上海

影史學人語）作結，其剪輯意圖十分明白。（見《香港電影之父──黎民偉》DVD對白字幕本

第18頁）

至於是否有人以1953年黎民偉追悼會上「國片之父」橫額，而推論及之，以此為據，說黎氏

是「中國電影之父」的，誰做過誰應自明。

2003年11月我們應邀在香港電影資料館就黎民偉先生誕辰作演講，周在演講開始就說「不能

講黎民偉先生是中國電影之父，因為再過兩年，2005年是中國電影一百周年……」。在座香

港電影史學人余慕雲先生立即應聲贊同。

二、張石川與黎民偉是一樣嗎？

黎錫說：「1913年中國電影拓荒者張石川、鄭正秋拍了中國首部故事片《難夫難妻》，同

年，黎氏也在香港拍了《莊子試妻》。如果說黎氏是中國電影事業『後來的參與者』，就是

說香港電影不是中國電影的一部分。」

1913年黎民偉參與香港華美公司拍攝《莊子試妻》，與1913年上海張石川、鄭正秋以新民公

司名義承包亞細亞影戲公司，自主拍攝《難夫難妻》，是同在一個時間段。因此他們的性質

就是一樣嗎？我們認為其性質是不同的。

不同之一是，張、黎所拍影片版權所屬不同。張、鄭以新民公司名義承包亞細亞影戲公司全

部製片業務，自主經營，所拍《難夫難妻》版權屬他們所有，是中國電影最早作品之一。黎

民偉是參與美國人布拉斯基獨資開辦的華美公司拍攝《莊子試妻》，版權屬布拉斯基所有

（見黎民偉：《失敗者之言-中國電影搖籃時代之保姆》），兩者有質的差異。

不同之二是，張、黎從影實際連續時間不同。張石川是直到1914年歐戰發生，膠片來源斷

絕，亞細亞公司結束。後又與管海峰組織幻仙影片公司，拍攝了《黑籍冤魂》。之後張一度

去從事證卷交易。1922年組織起明星影片公司直到1941年後加入日偽的「中聯」。黎民偉自

參與華美影片公司拍攝《莊子試妻》的1914年後，則再未從事電影業工作，而是「自行研究

十餘載，復於民國十二年集資成立民新影片公司於香港銅鑼灣威非路」。（詳見《中國無聲

電影》227頁上，黎民偉1926年在上海民新影戲專門學校開學禮上講話）從1914年到1923年

前，十年間香港沒有電影業是不爭的事實。這十年，民偉先生沒有從事電影業工作，也是不

爭的事實。

黎海山、黎北海、黎民偉兄弟於1923年7月成立民新制造影畫片公司，1925年5月解散。1925

年12月，黎民偉與李應生在上海合夥成立上海民新影片公司，1926年出片。這時上海明星影

片公司《孤兒救祖記》，受到觀眾肯定，獲得成功的票房，還刺激了社會對電影業的投資，

電影公司已達33家，而且主要幾間公司，各有製片主張與方針。依我們的看法，此時中國電

影已走出了拓荒期。所以我們說「黎民偉在香港電影事業中是先驅者之一，但他到上海時，

對中國電影事業來說，只可以說是後來的參與者」，並不是「被譽為中國電影事業的拓荒

者」。（見2003年11月，廣州舉辦「尋找黎民偉的足跡」展覽會場刊）何況民偉先生自己

說：《莊子試妻》「影片所有權屬於華美」。這不是我們強加給民偉先生的。何以我們這樣

講，「就是說香港電影不是中國電影的一部分」？



三、有沒有人「抑黎北海，揚黎民偉」呢？

看如下事實：

（1）余慕雲在《香港電影史話》第一卷第121頁明確談到：「『民新』為了開拍故事片，第

一步工作先……開辦『民新演員養成所』，……由關文清、梁少坡、黎北海任教」。黎北海

於1928年創辦香港影片公司，並在1928年2月2日和4月於香港《工商日報》刊登「香港演員養

成所」招生廣告。該所「唯一導師是香港電影的先驅和創始人之一黎北海。」（余慕雲：

《香港電影史話》第一卷，167頁）「1931年4月，在『聯華港廠』內，開辦『演員養成所』

……所長由黎北海兼任，主要導師是關文清、黎北海、梁少坡、羅永祥等……第一屆『聯華

演員養成所』訓練出不少人才，其中包括名導演李鐵、黃岱……」。（余慕雲：《香港電影

史話》第二卷，21-22頁）但在羅卡、黎錫編著《黎民偉：人．時代．電影》一書中，卻成了

「李鐵（1913-1996）是黎民偉等在香港開辦的聯華演員養成所畢業生」（見該書77頁的說

明）。為甚麼硬把黎北海的學生說成是黎民偉的學生呢？依據是甚麼？

（2）「黎北海把屬於他的香港影片公司的一切資產折算為兩萬元，作為加入 『聯華』的股

本。」（余慕雲：《香港電影史話》第二卷，14頁）成為香港聯華三廠廠長，作為股東進入

董事會。但在香港電影資料館2003年，為紀念黎民偉110周年誕辰出版的《黎民偉足跡》第

（22）項中說：「以黎北海為主要辦事人的香港民新，合併入聯華，成為聯華三廠」。為甚

麼把黎北海說成香港民新主要辦事人？這符合史實嗎？

（3）余慕雲在《香港電影史話》第1 卷76頁說：「關文清先生對我說，《莊子試妻》一片的

編劇，和反串演出莊子妻子的，的確是黎民偉先生，然而在該片扮演莊子，和執行導演工作

的，實在是黎北海先生。」但是，在黎錫參與編著和拍攝的《黎民偉：人．電影．時代》，

及《香港電影之父黎民偉》長記錄片及其DVD中，有關《莊子試妻》記述，卻一字不提黎北海

先生作過甚麼工作，更不用說甚麼貢獻了。何以如此？

（4）2003年12月，香港《明報月刊》準備發表李以莊的〈香港電影先驅黎北海〉一文，編輯

部十分慎重，三位編輯找來引文原作，核對十多遍後認為文章扎實，並改題目為〈香港電影

第一人黎北海〉，標題還上了封面。文章已經上機準備印刷，封面業已印好。黎錫從網上得

知此事後，以文章插圖照片版權屬他為由，不准使用！迫使編輯部臨時抽版，另找文章重新

拼版，重印封面！如果不是香港影界朋友大力支持，提供照片及多方催促，李以莊此文便胎

死腹中。連有關黎北海文章都想方設法扼殺，這是甚麼行為呢？

（5）黎錫講：「李以莊對人說筆者在十多年前欺騙她，說黎北海太太已逝去使她失去了解黎

北海的機會……」（見《二十一世紀》2004年12月號136頁）

兩人之間的事，誠實最重要。我們只陳述事實，不作評判：

李以莊與黎錫於1950年同學，周承人於50年代在中央戲劇學院任教，黎錫則在北京電影製片

廠工作，彼此一直有交往。

1987年李以莊到香港黎錫家，問有無黎民偉資料。當時，雙方對黎民偉的重要性均認識不

深。黎錫出示「黎民偉日記」，李以莊要求到樓下文具店複印一部分，因複印費頗高，囊中

羞澀，僅複印十九頁，即歸還。1998年李再到黎家欲查閱「黎民偉日記」，遭拒絕。

香港有關史料記載黎北海死於1950年，亦無提及其妻及後人，李多次向黎錫諮詢，均告不



知。

2003年，李以莊在與黎錫通電話時，以突然發問的方式，才得知黎北海兒子的名字。但再問

黎北海妻子姓名，仍答不知。再問她死於何時？答曰：「大概是在60年代。」

我們憑著「黎天佑」三字，到廣州市公安部門查詢，才找到黎天佑的家：廣州市東山區東華

東路塘羅湧二號，也才知道原來黎錫兄弟姐妹與黎北海妻兒同在一個大樓，現各擁有一個單

元。且他們每次回穗，均拿戶主為李曼華的戶口名簿去派出所報戶口，回港時再拿戶口名簿

去撤銷。當我們知道李曼華到1991年才去世時，非常痛心失去搶救早期電影史料的機會，因

為李曼華亦是早期香港電影女演員。

（6）羅卡先生是給過我們信，時在2004年7月19日。為要披露信中與黎錫有關一段文字，我

們和羅卡先生打了招呼。現引用信中最後一段：「當年從事黎民偉的資料編制、研究，黎錫

和我確是有揚黎民偉的意圖。由於一向以來史書對黎民偉的記載評價都太簡短以至忽視，我

們多年來的努力，搜集資料、編寫、做專題，無疑都有『抬舉』黎民偉，讓人們重新注意

他，並讓研究者、學者重新認識、評價他。但其間並無抑黎北海之意。據我對黎錫多年的了

解，他確是熱心於揚黎民偉，可能做得過分了點，以至有時超過了學術界限，一些地方用詞

不當。但我認為即便他也無故意抑黎北海之意圖。你們之間的多年友誼，實不應因這個爭論

而有損害。」羅卡先生實在是真誠與寬厚的學者。

四、黎錫說：「『黎民偉和關文清在廣州創辦了香港第一間電影演員養成所（民新演員

養成所）』關文清和黎民偉兩位當事人在各自的文章中，都說得很清楚。」

我們按黎錫文章注釋查找，關文清的《中國銀壇外史》127頁中，並無這個問題的記述，只是

在114頁上，有這樣一段文字：「我們遷入後（指租用李文田的房子）立即開辦『演員養成

所』。」並沒有寫黎民偉如何如何。「同注（2）黎民偉自述文」，是否為〈失敗者之言-中

國電影搖籃時代之保姆》？若是，我們已經讀過若干遍，黎民偉先生全無記述辦學之事。黎

錫說「兩位當事人在各自的文章中，都說得很清楚。」清楚在哪裏？文章在哪裏？請黎錫公

示，向讀者有個交代。

由民新制造影畫片公司在廣州，和「香港」、「聯華」在香港辦「演員養成所」之事，在前

面已作了介紹，不再贅述。

我們在〈黎民偉若干經歷與評價〉文中第（九）項的文字，是針對長記錄片《香港電影之父

黎民偉》（DVD）的旁白文字：「黎民偉在上海培育演員的同時，亦在香港與黎北海辦演員養

成所。李鐵、石友宇、唐醒圖、黃岱、胡藝星等便在這裏畢業」的匡正。亦請黎錫將民偉先

生「在香港與黎北海辦演員養成所」的史料出示給讀者。

五、關於用「清平樂戲箱運軍火去廣州，支援革命」的質疑。

我們不僅在〈黎民偉若干經歷與評價〉文中質疑，現在仍質疑。究竟是余慕雲先生筆誤，還

是林楚楚女士說錯了？黎錫根據甚麼說余先生筆誤！應出示依據。不能是一句空話。 林女士

在生時余先生多次訪問過她，是事實。林女士還告訴過余先生說，「《莊》片是黎民偉和布

拉斯基合股攝製的。黎的股本是組織『人我鏡劇社』」。（余慕雲：《香港電影史話》第1卷



第76頁）這是錯話。民偉先生〈自述〉文，並不是這樣說。謂予不信，請黎錫讀一讀令尊的

《失敗者之言-中國電影搖籃時代之保姆》有關段落。

林女士還對余先生說「『人我鏡劇社』在……《莊》片攝製後它亦不再存在。」（余慕雲：

《香港電影史話》第1卷第76頁）可是，民偉先生在1915年7月3日的日記，卻這樣記載：「在

港太平戲院登台演『人我鏡劇社』之《奇生》、《可憐兒》、《恒娘》」。（《黎民偉日

記》第7頁）民偉先生日記證實：林楚楚再次說錯了！黎、林在1919年3月相識，1920年2月2

日結婚，在此之前民偉先生的事，林楚楚女士未必事事清楚。

黎錫還說：「黃花崗起義失敗後，廣州還有起義。」有根據嗎？是些甚麼起義？據研究民國

歷史學者說，在那以後，廣州革命党曾有過暗殺計劃罷了。黎錫說還有起義，請出示史實依

據。

孫中山先生在《〈黃花崗烈士事略〉序》說：「然是役也，碧血橫飛，浩氣四塞，草木為之

含悲，風雲因而變色，全國久蟄之心，乃大興奮，怨憤所積，如怒濤排壑，不可遏抑，不半

載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則斯役之價值，真可驚天地、泣鬼神，與武昌之役並壽。」後輩的

我們對待先人革命歷史事件，應持嚴肅的態度才是。

六、對《黎民偉日記》質疑的問題

2003年9月，我們赴香港電影資料館搜集資料時，第一次讀到已出版的《黎民偉日記》單行

本。之前，我們曾獲得過《黎民偉：人．時代．電影》贈書，老實講對書中刊有的「黎民偉

日記」部分，尚未及仔細研究。當接受羅卡先生邀請作嘉賓演講，方認真仔細閱讀，即發現

何以從1929年2月18日到1929年12月28日之間，十個月另十天日記是空白？這時，正是黎民偉

與李應生分手，與羅明佑商談合作的重要時刻。我們即向羅卡先生提出這個疑問。未獲答

覆。

我們覺得這樣重要事件，民偉先生不能不記，這是我們質疑所在。事實上，酈蘇元先生《黎

民偉與中國電影》文中，引述自《黎民偉記事簿》說此時：「經濟陷入困境，只得決定出售

影片，將所得之七成償還債務，三成維持生計。」（見2004年第3期《當代電影》第22頁）正

是我們所質疑要了解重要的內容，證明我們的質疑問題得到確證。我們也第一次得知有《黎

民偉記事簿》，我們的質疑是研究的需要，是無奈之後的一種發問。

七、「關於『聯華』」

在談「聯華」之前，先談有關的三個問題：

（1）聯華影業公司與當時上海的影片公司內部體制不一樣。羅明佑先生以美國好萊塢為榜樣

來建設『聯華』，在體制方面「是效法荷裏活（好萊塢）的『獨立製片』。所謂獨立，就是

每廠獨立製片，廠長是製片人。」（關文清：《中國銀壇外史》第130頁）併入的幾個廠相對

獨立：原民新影片公司為聯華第一製片廠；原大中華百合影片公司為聯華第二製片廠；原香

港影片公司為聯華第三製片廠；原上海影片公司為聯華第四製片廠。各廠在影片題材、拍攝

費用基本是自行其事，實際是自負盈虧。如1932年「1．28」事變後，「聯華公司的經濟不能

維持各廠，只有由各廠自行籌款維持製片工作。」（黎民偉：《失敗者之言-中國電影搖籃時

代之保姆》）鄭君里在1936年曾說「聯華」：「在製片業方面，它先以民新公司為根據地，



續漸合併了大中華百合公司、上海影片公司、香港製片廠，形成了一個實力雄厚的『卡特

爾』（cartcl）集團。」（鄭君里：《現代中國電影史略》。載《中國無聲電影》第1424

頁）所謂「卡特爾」是資本主義壟斷組織的形式之一。參加者在生產上、商業上和法律上仍

保持獨立性。因為「聯華」是一個法人，就不完全是這樣，只是各廠生產上相對獨立，商業

（發行、放映）上和法律上不具備獨立性。正是由於「獨立製片」，各廠經濟自理，出品良

莠不一，導致內部矛盾叢生。

（2）聯華影業公司從1931年成立之日起，到1937年8月，其組織機構經過三次改組，不同於

一般製片廠。第一次改組在1932年上海「1．28」中日淞滬之戰後，戰火毀了聯華四廠，但杜

宇退出；黃漪磋亦同時退出，另立門戶。在這之前，1931年「9．18」瀋陽事變，導致華北自

治，北京五廠和養成所停辦。1932年4月，羅明佑與盧根的華北電影公司解散，羅明佑在東北

與華北的財源緊縮或斷絕。1933年6月，李開先設在四川重慶的聯華七廠，因川亂停辦。至

此，聯華只剩下一、二、三、六等四個廠。第二次改組是從1934年10月開始，到1935年1月改

組完畢。主因是1932年、1934年兩次海外招股失敗，公司經濟緊縮，而對外聲稱是，羅氏出

國「視察世界現勢均由分廠制改為集廠制。」提出以埠際為單位集中。實際是，裁撤外地，

集中上海：裁撤香港聯華三廠，由黎民偉的一廠接收，一、三廠並為一分廠；二廠保持不變

為二分廠；朱石麟的六廠為三分廠；另置總廠。黎民偉、陸潔、朱石麟分任一、二、三廠製

片主任。同時，羅明佑撕毀成立「海外聯華 協定，大規模調整組織機構；第三次改組是在

1937年8月，羅明佑被迫下台，由吳性栽等組成的華安集團接管，黎民偉等隨之退出。聯華影

業公司最後一次董事會，是在1947年9月21日於上海召開，有五人出席，其中有羅、黎二位，

吳性栽函告另有約會不能來。（《黎民偉日記》第32頁）至此，聯華影業公司在上海也即在

中國劃上句號，走進了歷史。

（3）聯華影業公司的人事變遷，和聯華幾次改組息息相關。聯華成立時的組織機構，在第二

次改組中有了大調整，始終沒有設置副經理一職，羅明佑始終擔任總經理和監製。黎民偉在

1935年2月18日的日記說：「羅明佑來商聯華各廠集中辦法，並要求我負責任協理職，我力辭

之，卒不獲已。」同年8月16日的日記說：「發表偉就職。」即1935年9月16日民偉先生才擔

任「聯華」的協理。抗日戰爭勝利後，羅明佑在1947年8月21日委任民偉先生為 「聯華」總

廠廠長（此時「聯華」已不存在），並給他一百五十萬元去上海路費，目的是為方便民偉先

生到上海活動，要回「聯華」產業。這個「總廠廠長」不是實職，只是個虛銜而已。他在上

海活動不足一個月，要不回「聯華」產業，他也就辭職了，時在1947年9月12日。（見《黎民

偉日記》第32頁）據此，我們可以判斷民偉先生在聯華影業公司的地位和作用。

八、聯華一廠的《國風》和陳立夫提出的「電影新路線」。

自1931年「9．18」事變，接著1932年「1．28」中日上海淞滬之戰，中國人民要求抗日救亡

成為社會熱潮，電影觀眾不再歡迎神怪武俠、卿卿我我的影片。首先敏感於此的明星公司，

邀請左翼文化人夏衍等三人，進入明星公司作編劇顧問，開始電影價值觀的革命性變革，左

翼電影運動應運產生。

陳立夫於1932年11月，發表題為〈中國電影事業的新路線〉的講話，是在這一背景下出現

的。他說「開宗明義第一章，總得要先確定我們的路線」；「鼓勵甚或設法資助中國有希望

的影業家……創造不違背中國的歷史精神和適應與現代中國環境的作品」；「中國固有道德

如忠孝仁愛信義和平更可為電影取材的最大原則。」（陳立夫：《中國電影事業新路線》，



中國電影教育協會1933年1月出版）陳立夫這番話是無的放矢純粹的道德提倡嗎？沒有任何政

治目的嗎？國民黨及其政府提出這樣要求，就是為了他們的政治利益需要，這是常識。它本

身就不是純粹的文化或藝術問題。

蔣介石及國民政府提倡「新生活運動」，也真的在提倡或規範中國人民的道德嗎？對此，美

國歷史學家費正清、費維愷所編《劍橋中華民國史》說得很中肯：「蔣介石通常宣稱新生活

運動的目標是儒家的禮、義、廉、恥。」「國民黨政權的傳統主義，可以與法西斯義大利和

納粹德國提倡的古典主義相比。」「但是他的政治目標，即一個管轄起來的社會的目標，與

中國儒家的往昔並無相似之處。」（（美）費正清、費維愷編《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冊第166

頁）聯華一廠拍攝《國風》，是回應這條路線的反映。《國風》編劇羅明佑對當時公司編導

委員會左翼人士說：「你們不支持新生活運動，我要支持，難道聯華拿出資本來不能自主拍

片嗎？」（公孫魯：《中國電影史話》第二集第55頁）這是歷史事實。

羅明佑經營「聯華」失敗原因確為複雜，特別不掌握經濟運行情況，難以準確判斷。但就社

會原因而言，不外是內外兩方面，外因是通過內因起作用的。自1931年「9．18」事變，日本

明目張膽地侵略中國，激起了中國民族主義高漲，中國的社情民意發生了急劇變化，使得中

國電影市場需求改變，導致上海製片人改變經營路線。羅明佑喪失華北與東北地區產業，導

致他經濟來源緊縮甚至斷絕，直接影響到他對資金的運轉。他拍攝宣揚中國「固有道德」題

材的《天倫》、《慈母曲》，寄以很高厚望，投入很大資金，卻遭致觀眾冷落，使公司經濟

更加雪上加霜，這也是歷史事實。

九、《漁光曲》與黎民偉

黎錫在文中說「黎氏是『總廠的主要負責人之一』，《漁光曲》當然與他有關係。」（見

《二十一世紀》2004年12月號，第139頁）

前面我們已經說過，聯華影業公司設置總廠，是在1935年1月第二次改組完成以後的事。《漁

光曲》由二廠拍攝完成和上映，是在1934年，那時，「聯華」還沒有總廠，那來「總廠負責

人之一」呢？何況，「聯華」內部體制實行的是「獨立製片」制，各廠選材與成本支付相對

獨立，自行負責。聯華二廠拍攝的《漁光曲》，只能和吳性栽、陸潔有關，與一廠的民偉先

生有甚麼關係！？至於那張獎狀怎麼在黎氏之手，那種亂局中各種可能性都會有，外人無從

知。說到「董事會」，那不是公司的日常事務的決策機構，其成員也不止民偉先生。

民偉先生抵押廣州東山房產和拍賣私產一事，就證明他是「聯華」負責人之一嗎？

顯然，黎錫在引用史料時，沒有完全引用。完整的引述該是：「上海受日本侵略，聯華公司

的經濟不能維持各廠，只有由各廠自行籌款維持製片工作。我將廣州東山之房產契據借與羅

明佑，向滙豐銀行抵押得毫洋萬五元，伸算為大洋一萬元，繼續製片，不及一年，制有《續

故都春夢》、《三個摩登女性》、《城市之光》、《人生》、《母性之光》，俱能賣座。」

（黎民偉：《失敗者之言-中國電影搖籃時代之保姆》）《續故都春夢》、《三個摩登女

性》、《城市之光》、《人生》、《母性之光》等五片皆為黎民偉的一廠產品。就是說，民

偉先生抵押借錢是為了自己廠的製片經費所需，是屬於「各廠自行籌款維持製片工作」。恰

恰證明「聯華」是在實行「獨立製片」制。所以，民偉先生借房產契約與羅明佑抵押借款，

並非為了整個「聯華」，也無從證明他就是「總廠負責人之一」！



十、黎錫補充材料證明聶耳是「聯華」培養的。並「說聯華給聶耳提供了機會，還是聯

華多年後沾了聶耳的光」。（見《二十一世紀》2003年12月號，第140頁）

顯然，黎錫不了解聶耳的經歷。不妨在這簡單說一說：

聶耳不是如黎錫說的，1931年進入「聯華」！聶耳當小提琴手也不是在「聯華」。聶耳是

1912年2月出生於雲南昆明。1931年在上海加入黎錦輝的明月歌舞劇社，任小提琴師。1932年

上海「1．28」事變後，與「明月」志向不合而離去。同年，加入上海左翼戲劇家聯盟音樂小

組。這年初春，由田漢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他由寫進步影評介入電影界，也因為寫批評蔡

楚生的《粉紅色的夢》，兩人成為戰友。1933年初，根據左翼電影運動的需要，他由左翼劇

聯進入以陸潔為負責人的聯華二廠擔任場記、劇務工作（並非黎氏一廠）。聯華二廠聚集了

蔡楚生、孫瑜等進步導演，他來聯華是與他們共事的。同年2月，聶耳當選為中國電影文化協

會執行委員，負責組織部工作。當羅明佑此時提出以「挽救國片、宣傳國粹、提倡國業、服

務國家」的所謂「四國主義」，取代原有製片方針，即「提倡藝術、宣揚文化、啟發民智、

挽救影業」，這一倒退行為時，引起以聶耳為負責人的「聯華同人會」和全體職工反對，經

過半個月的努力，迫使羅氏放棄「四國」主張，恢復原有的方針。保障了進步電影拍攝條

件。

說到作曲，聶耳不是為一般影片而是為進步影片寫插曲，如《母性之光》（田漢編劇、卜萬

蒼導演，聯華一廠1933年出品）、《大路》（孫瑜編/導，聯華二廠1935年出品）、《新女

性》（孫師毅編劇、蔡楚生導演，聯華二廠1935年出品）《逃亡》（陽翰笙編劇、岳楓導

演，藝華影片公司1935年出品）、《凱歌》（田漢編劇、卜萬蒼導演，藝華影片公司1935年

出品）、《桃李劫》（袁牧之編劇、應雲衛導演，電通影業公司1934年出品）、《風雲兒

女》（田漢編劇、許幸之導演，電通影業公司1935年出品）。有多少部作曲為「聯華」寫

的？民偉先生的聯華一廠只有《母性之光》一部，聯華二廠是兩部。《義勇軍進行曲》則是

上海電通影業公司《風雲兒女》的插曲。

關於現在作為國歌的《義勇軍進行曲》產生的歷史，聽聽中國左翼電影前輩張雲橋老先生怎

麼說的：

我是《國歌》的最早聽眾，是著名音樂家聶耳的好友。

1934年4月，我在上海「電通」參加了抗戰題材電影的攝製工作，聶耳擔任這部電影全部

歌曲的作曲。

我在去「電通」上班的途中，遇到了《新女性》編劇孫師毅。他交給我一張紙，說這是

《風雲兒女》的編劇田漢被捕前為《風雲兒女》影片寫的主題歌《義勇軍進行曲》的歌

詞。原稿是寫在香煙盒上，剛找人謄寫完畢。田漢請他儘快交給電通影業公司，找人譜

曲。我接過這張沉甸甸的稿紙，立即交給了攝影場主任司徒慧敏。公司決定邀請年僅23

歲的樂壇才子聶耳為這首歌詞譜曲。

一個清晨，我在去公司上班的電車上巧遇聶耳。我們並肩坐在一起，我問聶耳《義勇軍

進行曲》的曲譜寫好了沒有。聶耳興奮地說：「幹了幾個通宵，終於寫出來了。但還沒

人聽過。」

我說：「快讓我聽聽！」聶耳便低聲地哼起來。我立即被這支曲子的激昂旋律深深打動



了。當他哼唱完最後一句時，我竟然忘情地拍掌叫好！這一叫不要緊，把前後的乘客嚇

了一跳，紛紛扭頭看我們。我趕緊壓低音量說：「聶耳，你譜的這首歌充滿了激情，准

能流行！」 我又向聶耳提出疑問，為甚麼這首曲子的音符從頭到尾都沒有用「4」？聶

耳答：「如果用了『4』，就不夠有力了！」

我們一起走進攝影棚，我迫不及待地向在場的工作人員宣佈：「《義勇軍進行曲》的曲

譜寫好了！」

在場的人當即將這首簡譜抄了一份，然後大家圍坐在一起試唱，越唱越有勁，唱完之

後，一齊辟辟啪啪地鼓起掌了。那個場面，至今回想起來還讓我激動不已哩。

三天後，聶耳就離滬去了日本。進行曲的正式定稿曲譜，是他到日本以後，從日本郵寄

到公司的。不料聶耳在日本游泳時溺水身亡，這首進行曲成了聶耳的最後絕唱。（張雲

橋：《舊夢拾零》第32-33頁）

張老這段文字，以及我們簡要介紹聶耳經歷，能證明「聶耳的許多作品是在聯華一廠寫成，

如《義勇軍進行曲》等」嗎？（見《二十一世紀》2003年12月號，第140頁）聶耳交稿後三天

就去了日本，正式定稿曲譜是從日本寄到上海電通影業公司。朱樹洪撰文說：「有幸能在聯

華一廠聆聽他演奏《義勇軍進行曲》。」（見《二十一世紀》2003年12月號，第140頁）這可

能嗎？可悲的是，黎錫今天竟以此誤說作為反駁依據。是不是有點「搞笑」？要不，就是製

造「神話」！黎錫說：「聯華多年後沾了聶耳的光，」試問，究竟是誰想沾聶耳的光！為何

要製造這種神話？！

十一、一點說明

實在說， 真正對黎民偉先生作深入的個案研究，是從2003年9月開始。因為我們受香港電影

資料館羅卡先生之邀，為黎民偉先生誕辰110周年作演講，「被迫」要立即做功課。在備課過

程中，將各種有關民偉先生的史料，進行相互核對、考證和核實之後，發現有不少不實之

處，有的甚至不實得很離譜。我們大惑不解！

後來，香港一記者長途電話採訪我們，對方在電話中提出，香港有人將黎民偉比作孫中山，

將他的夫人嚴珊珊比作秋瑾，你們怎麼看？我們大叫起來說：「荒唐！黎民偉和孫中山沒有

可比之處！」接著，我們表達了一些認知的看法。對方說：「我明白了，一個裁縫不能因為

他曾給孫中山縫過衣服，就說他是縫紉界的孫中山。」雙方都哈哈大笑。但是，事情並沒有

了結。面對一些不實的史實-主要在羅卡、黎錫編著的《黎民偉：人．時代．電影》，及余慕

雲著《香港電影史話》第一卷某些章節段落。嚴重的是，這些錯誤和不實的影響廣泛，涉及

大陸的有關史書、高校電影類教科書、《大百科全書》「中國電影」條目，乃至香港史書中

電影章節，比較集中的主要是，關於華美影片公司性質問題。當然還有其他方面問題。講！

還是不講？成為我們兩難的決擇。

如實地講，必然要傷害到支持我們研究工作十多年的羅卡先生，這是我們最不願意做的。不

講，「灶王爺上天」好話多說，倒是皆大歡喜。但確違背學術良心和社會責任！左右為難，

醫生診斷是焦慮過度。最後還是下決心如實地講！那就是我們如期在香港電影資料館的演講

（事先提交了演講提綱）。就是黎錫在他的文章中表達許多不滿的那一次。我們坦然面對他

的現場錄音。



促使我們下決心如實去講的，不僅僅是學術良心和社會責任感，還有一種急迫的需要，即是

從1993年到2003年十年間，圍繞民偉先生及有關香港早期電影歷史，有些重要地方被不實地

搞混搞亂，再不澄清，錯的將成為對的，一旦形成社會共識，再澄清就很困難了，何況已經

出現這種情況！我們不是與誰為難，不是為個人私利，這種急迫感促使我們決心如實地去

講。不然，誤導還會繼續，「神話」還會升級……

我們對黎民偉先生對中國/香港電影的歷史貢獻素來尊敬，黎錫曾邀請周接受香港電台的採

訪，也曾將周的話引用在刊物上（雖然不準確）。我們在〈黎民偉若干經歷和評價〉一文的

開頭，就寫下一長段文字，概括民偉先生的歷史功績表現。我們要勘誤和質疑的，是針對那

些不實的史實，在讚美的同時，還民偉先生一個真實，讚美而求真，僅此而已。黎錫卻不能

容忍，不能接受！何況，在一些關鍵處，如華美影片公司和《莊子試妻》性質問題、借房產

契據與羅明佑抵押貸款問題，都是民偉先生自己所講！不是我們捏造。

黎錫標榜自己是民偉先生的後人，具有「特殊身份」。既然如此，「特殊身份」所賦予黎錫

的特殊任務，應是盡可能如實地詳盡地提供民偉先生的史實材料，為學界研究民偉先生創造

條件，而不是相反，更不應容不得不同於自己的意見，更要不得動軋封殺他人言論，如2003

年11月16日，周承人在廣州《羊城晚報》「晚會」版，發表《「中國電影之父」是誰？》短

文後，還有兩篇短文待發表，但是，該版編輯告訴周承人：黎錫通過廣州國民黨革命委員

會，廣州市政治協商會議的名義向編輯部打招呼，不要再刊登周承人的文章，周的後兩篇短

文因而夭折。因為《尋找黎民偉的足跡》展覽，主辦單位是「政協廣州市委員會」，協辦單

位之一是「民革廣州市委員會」。「民革」即國民黨革命委員會，黎民偉是資深老國民黨

員，所以黎錫有了這層關係。而且，黎錫一定要在《羊城晚報》發他的文章，因為有頗多不

實之處，遭編輯拒絕，黎錫則說編輯「中毒太深」！難道名人的後代之間，除了血緣關係之

外，還有命中註定是天生的該名人研究者的宿命？名人後代不能以自己見解為是，除非研究

有據，更不能以個人之見去左右學界。

我們曾多次建議黎錫：「你不只是黎民偉的兒子，更應該是研究黎民偉的專家。」欣聞要研

究了，很好。對於研究黎民偉先生問題，我們也曾經提醒過：「只手不能遮天」；「不要讓

後人戳你的脊樑骨」。為甚麼這樣提醒黎錫？因為我們感覺到當時黎錫對研究民偉先生的學

界學人，不是採取開放的態度，而是以對民偉先生的態度劃線。黎錫曾對我們說過，去北京

拍黎民偉記錄片時，對曾對民偉先生有點微言的×××，就是不讓他出鏡。而對民偉先生說

了好話的，就大姐長大姐短。似乎這個研究領域是黎錫的禁臠之地，請誰進來或不讓誰進來

得由黎錫安排。須知研究領域是一個公共空間。你真研究令尊，我們建議：首先要靜下心

來，實實在在地做學問，治史是誠實的工作，來不得半點虛假，若隨心所欲，只能是偽史。

中國電影史家李少白先生閱讀我們〈黎民偉若干經歷與評價──勘誤與質疑〉後，曾給我們

一封信，現錄下他信中一段話：

對於歷史評價，不同的歷史家可以有不同的價值觀，但史實的確實可信（可信度愈大愈

好），卻是對所有治史者的共同要求；況且，一切價值判斷都表現有史實為依據。正是基於

這一點，我很欣賞你們論文的以史實說話的基本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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